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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漏”的交食
———传教士对崇祯改历时期交食记录的选择性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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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崇祯七年(1634 年)三月发生了一次大食分日食，因处于明末历法
改革及《崇祯历书》编修的关键时期，这为检验西洋新法与传统中国历法的疏密
提供了重要机会。通过韩国奎章阁藏明刻本《崇祯历书》中的《古今交食考》和
《治历缘起》等资料，发现此次日食的记载在入清后曾遭到传教士的人为删除，
其背后隐藏了新法在此次日食推算中不及传统历法这一事实，其目的是为了掩
饰西法曾经的过失，显示其一贯的优长。并且此次交食记录的删改不是独立的
个案，类似现象曾多次发生。由此可知，西洋新法“与天密合”的现象并非完全
因其推算精密，其中与传教士在其著作中有意突出对新法有利、隐瞒对新法不利
的证据也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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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为了解决传统《大统历》在明末交食预报中的屡屡失误，崇祯二年(1629 年) ，徐光启
主持的历局在传教士协助下开始了酝酿已久的历法改革活动。崇祯年间的这次历法改革
可以说是明末西方天文学东渐过程的高潮，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天算引进项
目。［1］历法改革的直接成果是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有系统地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天文学知
识，最终完成了《崇祯历书》这样一部巨著。然而，崇祯七年(1634 年)《崇祯历书》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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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竣之时，按理新历应该颁行，遗憾的是历法改革所取得的成果未得到实施，反而在之后
的近十年时间里，参与改历的各方陷入了针锋相对、旷日持久的争论之中。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中西天文概念的差异、传统意识形态的抵
触，还与仇教思潮的兴起和夷夏之防等相关。这也使得原本属于“历法之辩”的讨论，随
后却逐渐演变成徐光启主持的历局同魏文魁负责的东局两局的对立，以及钦天监同历局
长期的纷争。［2］
按史书的记载以及史学家们的通常理解，历法改革的争论中，通常以历法在天象预报
方面的准确程度作为判定其优劣的标准。尤其是其中的“交食之验”，即日食和月食预报
是否准确，是中国历代检验历法是否“合天”最为直接的方法。［3］在崇祯改历中，这种通
过“精度”来判别各家历法疏密的准则也得到参与各方天文学家的共同遵从。据《明史》
记载，《大统历》同徐光启主持编修的新法前后进行了 8 场实测较量，涉及天象包括日食、
月食和行星运动等方面，具体则包括 1629 年、1637 年和 1643 年的日食，1631 年和 1636
年的月食，以及 1634 年木星运动、1635 年水星和木星运动，1635 年木星、水星和月亮位置
的比较。［4］结果是八比零，中国传统天文学方法“全军覆没”［5］。如果历法较量完全以精
度为考量标准，既然历局“新法”每次都胜出，那么新法早该被正式采纳。但实际上，在经
历了长达 10 年的新旧历法优劣之争之后，一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 年) ，新法才被采纳并
颁布，且颁行不久，明朝灭亡。新法长期未被采纳的原因相当复杂:一方面许多非科学因
素的存在大大削弱了“精度”这一裁决标准的力量，使决策者难以以一种科学的标准来对
各方的争论做出公正的判决，这种观点在前人研究中就已被关注。［2］另一方面，根据最新
的研究，新法在精度方面是否确实如《明史》等史料所反映的那样，每次都达到尽善尽美
也值得怀疑。吕凌峰和石云里曾撰文对崇祯改历中交食预报和测验的精度进行了分析，
发现尽管西法在预报交食精度上有时同样也存在误差，但在整个历争过程中并没有人指
出西法预报的误差，甚至保守派在多次较量中，也基本是黯然接受自己的失败。这样的结
局令人深思。［6］
西洋新法的最终胜利使得大量关于新法的信息在《崇祯历书》以及后续的《西洋新法
历书》中得以保存，而其它各方的资料也随着其在历争较量中的失败几乎丧失殆尽。这
很容易让人怀疑，有关崇祯历争的历史是否也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尤其是入清之
后，汤若望将《崇祯历书》改编成《西洋新法历书》进献给清廷，并很快被清廷所采用，随之
传教士也逐步掌握和控制了钦天监的实际管理权。黄一农曾认为“入清后，汤若望为提
高西洋新法的地位，常刻意贬抑中历及古历算名家的成就。”［7］另外，作为历法改革最大
成果的《崇祯历书》在明清之际也曾多次被删改和重印，尤其是被汤若望改编之后，其中
不少内容的删改显得非常蹊跷。例如祝平一就曾发现，相比《崇祯历书》，入清后的《西洋
新法历书》甚至将原书书题中的作者及其职衔都进行了删改。［8］从《崇祯历书》到《西洋新
法历书》，其内容的调整和改动所反映出的信息，就如同西方历算在十七、十八世纪中国
的一部生命史。［9］近年来，潘鼐在整理并影印《崇祯历书》的过程中也发现，《崇祯历书》的
各种藏本缺页非常常见，亦有不同藏本均缺同一页的现象。［10］种种迹象表明，即便是明刊
本《崇祯历书》，其各种藏本在内容上也存在有不同程度的删减。所以，新法中这些后来
被删改的信息很值得我们仔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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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年间的改历信息和记录大多被收入《崇祯历书》中的《治历缘起》。由于《治历缘
起》目前存有八卷本和十二卷本两种之分，前者通常为清代刊印的版本，也是目前较为常
见的通行本，后者则多为明代刊印版本，从内容上看八卷本实际由十二卷本删减而成。该
书经删减之后许多关键信息被丢失，加之该书的明刊本存世稀少，目前已知的只有中国国
家图书馆［11］、韩国奎章阁图书馆［12］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13］有存本，这也使得
我们之前在讨论崇祯改历时不易全面的掌握改历过程中的这部分信息。本文将以《治历
缘起》和《古今交食考》中被删减的资料为基础，结合精度分析，以崇祯七年三月日食为案
例，比较各方在此次日食预测中的表现，试图探讨《崇祯历书》中某些交食记录被删减的
背后动因，希望本文能为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崇祯改历以及清初西法的采用起着抛砖引玉
之效。
1 发现被“遗漏”的崇祯七年三月丁亥日食
《治历缘起》收录了自崇祯二年改历起至崇祯十七年(1644 年)历争结束期间徐光
启、李天经等人递呈的各类奏疏，这其中包括有对各次交食情况的记载，对研究明末历争
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笔者发现，李天经在崇祯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的一篇奏疏提到崇祯
皇帝圣旨中有“大统历合”和“魏文魁所推为合”等内容①，这在一贯偏袒新法的《治历缘
起》中显得较为反常。该奏疏相关内容如下:
山东布政使司右参政李天经谨奏，为微臣遵旨任事，……又该礼部题为日食事，
奉圣旨:“日食初亏、复圆时刻方向皆与大统历合，其食甚时刻及分数，魏文魁所推为
合，既互有合处，端绪可寻，速着催李天经到京，会同悉心讲究，仍临期详加测验，务求
画一，以裨历法。魏文魁即着详叩具奏，钦此。”［14］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原文不但没有说明崇祯圣旨中所评论的是哪一次日食，而且其
内容也无法与之前各篇奏疏相关联，不过从该篇奏疏的时间和其他资料分析来看应该就
是崇祯七年三月初一日(1634 年 3 月 29 日)丁亥朔日食。这次日食是改历以来在京师可
见的最大食分日食，按常理必然会被历局用于交食的校验，从而为证明新法的优秀提供证
据。因为在此之前，崇祯年间的每次交食预测结果都会由参与改历的各家在交食发生数
月之前提前奏报，以便临期详加测验，比较优劣。然而通行本《治历缘起》对此次重要日
食的记载却语焉不详，加之奏疏中出现的崇祯皇帝对预测结果的评价，更加令人不解。
事实上，在 12 卷本《治历缘起》中，李康先曾在其崇祯七年二月初八日的奏疏中详细
奏明了采用新法预推这次日食的情况:
礼部尚书臣李康先等题，为督理久缺，日食稽报恳乞代题，以光巨典事。……所
有该局新法推算到本年二月月食已经辅臣预期报闻，而三月初一日日食亦因督理缺
官，未经奏闻。今据该局陪臣罗雅谷、汤若望等所推新法日食省直异同分秒，并绘图
式，呈乞代题。”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本年三月初一日丁亥朔日食，除钦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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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治历缘起》卷 3:崇祯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李天经题"为微臣遵旨任事"，在该年六月初二日李康先"为代请关
防，以便俯循职掌事"的奏疏中又再次提及有崇祯此次圣旨的内容［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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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推算奏请通行天下外，据该局官生呈报省直时刻分秒并绘图式前来相应具本恭进，
仰尘睿览，谨具题知。
计开:
历局依新法推算到崇祯七年三月初一日丁亥朔日食分秒时刻并起复方位:
京师顺天府见食六分〇二秒。
初亏辰正四刻内二十五分一十一秒，西北;
食甚巳初四刻内六十一分三十四秒，正北;
复圆午初一刻内三十九分二十三秒，东北;
共食限内九刻一十四分一十二秒，食甚日躔黄道经度降娄宫八度三十〇分，日躔
黄道壁宿四度二十九分，日躔赤道壁宿九度一十四分，食甚月纬度距黄道北实行五十
六分〇六秒，月纬度距黄道北视行一十三分一十四秒，初亏太阳出地平高三十二度四
十二分，食甚高四十三度二十五分，复圆高五十一度五十〇分。……
崇祯七年二月初八日具，十一日奉圣旨:“知道了。李天经着速催到任督理。”本
日见食分数详《古今交食考》。［12］
此前使用新法预推交食的奏疏通常由主持历局的礼部尚书徐光启题奏，但由于徐光
启已于崇祯六年十月初七日去世，所以改为接任的礼部尚书李康先代题。从李康先的奏
疏可以看出，当时因为徐光启去世而李天经又尚未到任，导致历局无人督理，出现了一定
的混乱，原本数月前早应题奏的预推结果却一直未经奏闻，一直拖延到据发生日食已经不
足一个月时才由罗雅谷和汤若望依新法推算完成。另外，文末提到“本日见食分数详《古
今交食考》”也显得异常，因为奏疏中已经明确说明该次日食京师的食分，新法预推为六
分〇二秒，为何还要提及《古今交食考》中另有详细说明呢?
《古今交食考》也是《崇祯历书》的一部分，该书由罗雅谷译撰，于崇祯七年十二月进
呈①，是前后五次进呈给崇祯皇帝的《崇祯历书》各卷中的最后一批②，该书主要内容是对
古今多次交食的推算进行了对比与考证。③ 不过令人疑惑的是在通行的各种《古今交食
考》版本中都没有发现对崇祯七年三月这次日食的记载。经过多方搜寻，笔者终于在韩
国奎章阁明刻本《古今交食考》中找到了相关线索，发现其原因是该次日食的记录在通行
本《古今交食考》中皆已被删除(图 1)。
将图 1 中左、右两种版本的《古今交食考》相对比，可以明显看出明刻本中确实有关
于崇祯七年甲戌岁三月初一日丁亥朔日食的记载，只不过该部分内容在其后期版本中被
删去。现将其被删除的部分内容补充如下:
崇祯七年甲戌岁三月初一日丁亥朔日食，新法推得初亏辰正四刻内二十五分一
十一秒，食甚巳初四刻内六十一分三十四秒，复圆午初一刻内三十九分二十三秒，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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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据 12 卷本《治历缘起》记载在崇祯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徐光启奏疏提到的新成诸书共 60 卷中就已有《古今交
食考》一卷，不过当时尚属草稿，并未进呈。
《治历缘起》卷 4:崇祯七年十二月初三日督修历法山东布政使司右参政臣李天经谨题“为遵旨恭进历书，并
奏缴钱粮事”［14］。
不过该书的一些数据与《交食历指》中的推算数据存在一些不同甚至矛盾，如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八月朔日食，
说明其内容可能也被调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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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奎章阁明刻本(左)［15］和梵蒂冈清刻本(右)［16］《古今交食考》比较
与天密合。是时，解祠部学虁、陈祠部六韐与监局官生人等所目击者，盖测与算合者
也。大统俱先天一刻有奇，推食分六分五十余秒，魏文魁推初亏先天二刻，食甚、复圆
各先天一刻。论食分，本日实测得八分有奇，魏报八分，略不及天，依新法推，应得八
分四十秒，正与天合，其报六分者，偶为交周平行表旧本所误，非立法之不善也，本食
因新表发刻甫竣，尚未装演成帙，随摉旧本磨算，不意平行根误刻他数，乃至用之不觉
耳，虽一时简点有失，罪所不辞，然欲以此病法，则冤矣。敢将致差之因，照原表两式，
查对如左。［15］
从前文几份史料可以看出，无论是《治历缘起》还是《古今交食考》，其中对崇祯七年
三月日食的记载都在其清代版本中被删除。下面将通过分析这些被删材料，结合交食的
精度比较，探讨其记载被删除的原因。
2 崇祯七年三月丁亥日食记录解析
《古今交食考》中对新法推算此次日食的记载与《治历缘起》中被删的内容基本一致，
不过该书对交食推算结果的评价却与《治历缘起》中崇祯皇帝的评价完全相悖。譬如该
书认为此次日食《大统历》和魏文魁推算的时刻皆出现不同程度的“先天”，而新法推算的
时刻“俱与天合”，并且有众多目击者可以证明经过实测，观测结果确实“测与算合”。至
于食分，该书认为实测的结果为八分有奇，魏文魁推测只有八分，略有偏差，只有新法推算
为八分四十秒，结果“正与天合”。
事实上，崇祯七年二月初八李康先的奏疏中上报的新法预推此次日食京师食分值为
六分〇二秒，此处却改称为八分四十秒。对于前后不一致的原因，历局解释为:之前所报
的食分为六分，是使用了旧版本的交周平行表所致，并非新法立法不善;因为使用新法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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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此次日食时，新的算表才刚刚编修完成，且“尚未装演成帙”，所以只好使用旧版本推
算;不巧的是旧版算表的平行根数值刊刻有误，在使用中并未察觉，导致结果出错;虽然此
事“罪所不辞”，但如果以此诟病新法，则实属冤枉。为了说明出现差错的原因，该书还通
过表格列出了在食分推算中使用旧版原表和新算表的差别(图 2、表 1)。
图 2 奎章阁明刻本《古今交食考》“新旧两法”比较
表 1 奎章阁明刻本《古今交食考》“新旧两法”内容整理表
依新本算 依旧本算(误在首行)
平交周 〇宫七度二八分三八秒 (误)〇宫九度〇三分〇七秒
平视相距 一度四三分二四秒(减) 一度四三分二四秒(减)
视会平交度 五度四五分一四秒 七度一九分四三秒
太阴均度 三度三一分〇六秒(加) 三度三一分〇六秒(加)
视会交周 九度一六分二〇秒 一〇度五〇分四九秒
实距 四八分〇五秒 五六分〇六秒
气差 四二分五二秒(减) 四二分五二秒(减)
余视距 五分一三秒 一三分一四秒
日月半径并 三一分一〇秒(相减) 三二分一〇秒(相减)
并径减距 二五分五七秒 一八分五六秒
食分 八分四〇秒 〇六分〇一秒
奎章阁明刻本《古今交食考》云:
查二百恒年表得本年交周数，加十三月表内本三月交周朔策，并之得〇七度二十
八分三十八秒，其平视相距共三小时六分四十五秒。依法查四行时表应交周一度四
十三分二十四秒，因时减本行亦减，余视会平交周五度四十五分一十四秒，前因太阴
引数查表得均度三度三十一分〇六秒，其号曰加，以实交周查太阴距度表，用中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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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得实距黄道纬北四十八分〇五秒，与所得气差四十二分五十二秒相减，得五分一十
三秒为视距度。其气差或依本食高弧及天顶黄道两圈交角表查，或以本食黄平九十
度限距天顶，依简法查表。今用四十二分五十二秒乃取自简法表者，较常法四十二分
三十六秒，似多十六秒，然于食分无碍，亦可不拘，随以视距分，与日月两半径( 先依
法内减月半径一分) ，并数相减，余二十五分五十七秒。盖本日太阳半径一十五分一
十五秒，太阴半径一十六分，从右直行横入，以三十〇分三十秒( 太阳全径) ，从上横
行直入两数纵横相遇，即得所食分数，为八分四十秒。此表系崇祯壬申年疏进御前，
癸酉年刻毕，非测后改得者，查表者当知之。［15］
从书中给出的新旧两算表的比较来看，错误出在将平交周的“〇宫九度〇三分〇七
秒”刻成了“〇宫七度二八分三八秒”，导致之后的食分计算接连出错。随后文中还详细
列出如何使用新算表逐步推算出此次日食食分的过程，以说明新法推算结果确实为八分
四〇秒。为了进一步表明新表的内容并非是在日食发生之后为掩盖错误而有意篡改，文
中还指出新表已经于崇祯五年(1632 年)进呈，崇祯六年(1633 年)刊印完毕。查《治历缘
起》可以发现，徐光启于崇祯五年四月初四日第三次进呈书目中的确有“《交食历指》并本
表六卷”，其中包括《交食历指》4 卷和《交食历表》2 卷，皆为汤若望译撰。① 但是，徐光启
在其奏疏中还提到:
其交食历六卷，系是总论、总表。日食、月食所宜共享，而月食一法附载其中。若
日食一法，理数甚繁，尚须译撰历指约三卷，立成表约二十卷。今属草将半，又须于星
度里差等事精加参订，乃敢着为定论。［14］
也就是说崇祯五年徐光启进呈的交食算表，实际只是总论和总表，当时还仅是完成一
半的草稿，且徐光启还特别强调鉴于日食算法复杂，还需根据里差的进一步测算进行修
订，预计还需编修《交食历指》约 3 卷，《交食立成表》约 20 卷。
至于奎章阁本《古今交食考》中提到的新交食算表于崇祯六年刻毕的信息，在通行本
《治历缘起》的各奏疏中均未记载，但是在十二卷本《治历缘起》中，徐光启于崇祯六年九
月二十九日的奏疏中确实有所提及，只是该部分内容也在通行本中被删除。其相关内容
如下:
新成诸书共六十卷……《交食表》共四卷，《交食历指》共三卷，《交食诸表用法》
共二卷，《交食简法表》共二卷，……已上三十卷，略皆经臣目手，业已誊缮。②
奎章阁本《古今交食考》中提到的简法表应当就是上文中的《交食简法表》二卷，由于
新修成的六十卷书中大多尚属草稿，并未正式进呈给崇祯皇帝。崇祯只是回复“览奏具
觇勤恪，书成次第进览”，所以这些交食表是否于崇祯六年刻毕，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
的是后续交食表的正式进呈已在崇祯七年三月日食发生之后，李天经于崇祯七年七月十
九日的第四次进呈的书目就包括“《交食历指》共三卷，《交食诸表用法》共二卷，《交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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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钦奉明旨恭进第三次历书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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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共四卷”①，同样皆为汤若望译撰。由于当时《崇祯历书》的稿本并未保存下来，新旧
交食表的具体差异也不得而知，新的交食表是否如历局所言的那样在崇祯七年三月日食
发生前就已刻印完毕也不清楚。不过我们至少可以对此次日食各家的预推结果进行详细
分析，从而判定此次日食是否如历局介绍的“俱与天合”，还是如崇祯所言“大统历合”和
“魏文魁所推为合”。
崇祯改历中对魏文魁方法介绍的资料相对很少。与魏文魁相关的历法工作，除了他
所撰的《历测》和《历元》有所涉及外，还有一部分被收录在薛凤祚的《历学会通》中。在
薛凤祚《历学会通》“考验部”中有一卷署名为“玉山魏南冈先生撰”的《新中法选要》，该
部分在薛书中又常被称为“另局历”，薛凤祚将其作为第 7 卷，附在总共 6 卷的《旧中法选
要》之后。薛凤祚在《旧中法选要序》中提到:“又中法，崇祯戊辰岁玉山魏先生奉旨，另局
改宪，虽未颁行，然良工苦心，不可磨，附记”［17］。因为薛凤祚曾经师从于魏文魁，因此对
其评价和记载自然也更加公正。［18］《新中法选要》的最后还附有一则“推甲戌年三月朔日
食历”的算例，刚好是我们所关注的崇祯七年三月的日食，该算例呈列见表 2。
表 2 《新中法选要》中崇祯七年三月日食魏文魁法算例
推甲戌年三月朔日食历
气策 四十五日七十二刻 冬至 酉初二刻
闰余 二十○日二八五九六二 迟历 九日二十四刻五九四八
经朔 三十五日四三四○三八 交泛 四日七十九刻五四一四
天正黄道 箕四度四十五分 三月经朔 一百二十三日五五六四二
盈末历 八十四日二八八五九 疾历 三日三十七刻二六二
加减差 一十○刻一二七 定朔 巳初三刻
交泛 一十四日○六八八九 交常度 一百八十八度○八三四
交定度 一百九十○度四六 午前分 五刻一○三九一二
时差 二刻三八六五 食甚定分 四十二刻五一○五六六
距午 七刻五八九四 食甚入盈历 八十五日三四一一五
盈差 二度二十七分九一七五 南北泛差 七十七分○六○五
定差 五十三分一二五五 东西泛差 四度四二○四六○七五
定差 一度三四一九加 定加差 八十八分○六○五
定限度 一百八十八度八十六分 阴历交后度 一度六十○分○一秒
阴历八度减交后度，得六度三十九分九十九秒为实，以八十为法而一，得日食八分
在此次日食较量的几家当中，新法的预推值在奏疏中已有详细的说明，魏文魁的方法
也可以参照薛凤祚的记载，而参与此次日食测验的另一方《大统历》，相关史料中并未直
接给出《大统历》预推各食相时刻的结果。不过笔者在之前的研究中已经根据《大统历法
通轨》复原了当时《大统历》的推算方法，并且实现了《大统历》的计算机模拟计算，依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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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法可以完全再现《大统历》当时的推算结果。［19，20］表 3 为 3 家对此次日食的推算结果
以及其相对现代理论值的误差。
表 3 崇祯七年三月朔日食推算结果比较1)
理论值
魏文魁法 《大统历法通轨》 《崇祯历书》
推算结果 误差 推算结果 误差 推算结果 误差
食分 0. 821 0. 80 0. 654 0. 60 /0. 8402)
初亏 08:50 8:53 3 8:47 － 3
食甚 10:00 10:12 12 10:04 4 9:52 － 8
复圆 11:15 11:16 1 11:06 － 9
1)日食理论值来源于文献［21］，交食时刻已依据北京的实际经度换算为北京地方时。《大统历法通轨》值源自
笔者软件的模拟推算，《崇祯历书》和魏文魁法分别来自奎章阁本《古今交食考》和《新中法选要》，并将时刻和
食分按现代标准换算［22，23］。
2)此数值为《崇祯历书》在日食发生后历局给出的修订值。
通过表 3 可发现，魏文魁推算日食食分为 8 分(换算为现代标准约为 0. 8) ，与现代理
论值基本吻合，而《大统历》和新法分别为 0. 654 和 0. 6，误差较大。在日食时刻上，《大统
历》有关初亏、食甚和复圆时刻推算表现相当优异，魏文魁法和新法则略有偏差，不过也
控制在一刻以内。总之，在食相时刻上，3 家日食测验中都表现不俗，而魏文魁法和《大统
历》分别在食分和时刻上更为突出。除了食甚时刻外，这与崇祯在圣旨中的评价“日食初
亏、复圆时刻方向皆与《大统历》合，其食甚时刻及分数，魏文魁所推为合”基本一致。虽
然新法在此次较量中时刻的误差也不是太大，但食分却出现了明显的误差，这也就是为何
历局要在《古今交食考》对此专门进行辩解、并在奏疏中对此特别予以注明的原因所在。
可见，历局为了给自己辩解而指出新法“俱与天合”、魏文魁法和《大统历》明显“先
天”的评价并不完全可信，崇祯最终还是根据当时的实测结果做出了更加客观的判断。
由于此次日食《大统历》和魏文魁法“互有合处”，使得崇祯非常高兴，他认为历法改革终
于“端绪可寻”，随即下令“速着催李天经到京，会同悉心讲究，仍临期详加测验，务求画
一，以裨历法。”显然，在这次日食较量中中国传统历法的胜出，让崇祯重新恢复了对传统
历法的信心，并且增加了一点对新法的不信任，他希望李天经能够迅速来京和魏文魁通力
合作完成历法的修订。不过这也使得历局的传教士和官生在无人主事的情况下更加被
动，魏文魁则凭借他此次日食的优异表现，得以参与改历。也正是因为魏文魁借此机会参
与改历，才给此后新法的采用带来了更多障碍，为即将到来的更加激烈的历法争斗埋下了
隐患。
3 删除交食记录的动机
事实上，被删除的崇祯年间交食记录远非崇祯七年三月这一次日食，崇祯改历期间在
京师可见的日食共有 8 次、月食有 16 次之多。当时历局在这些交食发生之前都会上报新
法对这些交食的预推结果，但在通行的 8 卷本《治历缘起》中，有 3 次日食和 7 次月食的记
录都被删除(其中日食包括:崇祯七年三月、崇祯九年七月、崇祯十一年十二月，月食包
括:崇祯三年十月、崇祯四年四月、崇祯四年十月、崇祯七年二月、崇祯八年正月、崇祯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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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崇祯十二年五月)。这些被删除内容的背后实际是隐瞒了诸多对新法的不利证
据，对此我们完全可以从 12 卷本《治历缘起》中找到线索。
自崇祯二年九月历局开局供事之后，新法的翻译和编修以及《崇祯历书》的编撰工作
一直进展不顺。改历之初，历局实际上并没有一套稳定可靠的交食推算方法，甚至在新法
编修进行了一年之后，新法的交食推算依然没有完善，徐光启在推算崇祯三年十月十六日
夜月食时提到:
今虽功绪伊始，未有全书定法，然西洋二臣所有诸书，亦具载本法。只因东西相
去数万里。交食时刻早晚相去约二十七刻，历家谓之里差。此非从月食时刻测验数
次，不能遂定。今与二臣，一用其法，酌量加减推算，得本日月食分秒、时刻、起复方位
……依西洋法加减推算:原法月体十二分，今改从《大统历》十五分。［24］
由此可见，历局开局一年后，新法尚未有定法，只是依据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学书
籍推算交食，再在其推算结果的基础上根据里差，即地理位置的差别进行时间和食分的修
正，另外还有将西方原法的月体大小十二分调整成传统《大统历》的十五分等。所以说徐
光启在奏疏中提及的“依西洋法加减推算”中的“西洋法”不是后来所使用的“新法”、“西
洋新法”，甚至也不是当时《崇祯历书》中介绍的方法，而实际上是当时西方天文学现成的
方法，只是在此方法基础上“加减推算”或“酌量加减”进行最基本或最简单的修正，使得
推算结果符合中国的地理位置。徐光启自己也承认当时历局一直“一用其法，酌量加减
推算”。
此外，徐光启在崇祯三年十一月的奏疏中解释使用新法推算崇祯四年四月十五日的
月食时，同样也指出“又依各省直道里约略推算先后时刻”，而除了京师的数值外，其他地
方的数值也是“依广舆图计里画方之法，揣摩推算，未委果否相合”［25］。崇祯三年十二月
初三日的奏疏中他依旧提到“臣等法虽未定，约略推步，谨将所得诸数逐一开坐，并具图
像进呈御览”。崇祯四年六月十一日奏疏同样也提到“臣等新法虽未全备，谨斟酌推
步”［26］。在此后的崇祯四年九月，徐光启依然认为“臣等翻译纂辑，渐次就绪，而向后交
食，为期尚远”［27］。直至崇祯六年九月他才上书称“臣等新局诸臣所修《交食历》稿，业已
就绪，谨依法推步”［28］，新法的交食算法才算基本确定。
在前后多年的多次奏疏中，徐光启一直表现出对新法交食推算的谨慎态度和一些不
自信。从徐光启多次强调新法的交食推算只能“酌量加减推算”、“约略推算”、“揣摩推
算”，其算法也是“未全备”、“为期尚远”等，可以看出在崇祯六年九月《交食历》稿就绪之
前，徐光启并未觉得当时的新法已经能够很好的推算交食。而崇祯七年三月初一的日食，
是徐光启认为新法交食之法“业已就绪”后的首次日食校验，同时此次日食又是当时京师
可见的最大食分日食，所以显得尤其的重要。但恰恰在这关键时机，徐光启在此次日食来
临之前去世，历局的日常工作随即陷入了混乱，以至于在日食发生前的不到一个月才由罗
雅谷和汤若望等人将所推新法的预测结果仓促上报。然而，这次又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如前文讨论，新法在此次关键性的日食推算中出现明显失误，相反是《大统历》和魏文魁
的推算结果却更为优异。
新法的交食算法刚刚完成，却在随即的实际较量中失利。历局不得不极力为自己开
脱，一方面贬低《大统历》和魏文魁的结果，另一方面以误用旧的算表为由，用以证明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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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立法之不善”。在没有徐光启主事和李天经未能到历局履任的情况下，历局最终未能
说服崇祯皇帝。崇祯皇帝最终得出了“日食初亏、复圆时刻方向皆与《大统历》合，其食甚
时刻及分数，魏文魁所推为合”的结论，同时也乐观地认为《大统历》和魏文魁“既互有合
处，端绪可寻”，急忙催促李天经到任主持改历，同时让魏文魁也一同参与改历事务。可
以说崇祯七年三月初一的日食是崇祯改历的转折点，正是由于此次较量中新法的失败，才
使得历局陷入了此后的被动之中。对于刚刚失去徐光启这一强大政治后盾的历局来说，
这件事无疑是雪上加霜。
入清以后，《崇祯历书》的部分内容被删减，改为《西洋新法历书》。为了说服清廷相
信新法的优异并尽快采用新法，关于此次交食新法推算失利的信息自然不宜出现。事实
上前文已提到，被删除的交食信息远非崇祯七年三月这一次，而是达到十次之多，也就是
说超过三分之一的交食记录在之后都被删除。并且前文所提到的徐光启奏疏中承认新法
在初期并非完备的诸多内容也被一并删除。尽管这些信息被删除，然而在历史文献中依
然留下了让后人追踪的漏洞和痕迹。
至于崇祯圣旨中的信息为什么未被彻底删除干净，仍然存留有崇祯“反常”的评价，
其主要原因是《西洋新法历书》在出版时并没有重新刻板，而是借用了《崇祯历书》的刻
板，只是重刻了有内容修改的版面。［8］《治历缘起》中的奏疏也同样只能是整篇删除，只要
是原来的奏疏中有过多的对新法不利的内容，即删除这一整篇奏疏，导致该书最初 12 卷，
最终被删减为 8 卷。在部分奏疏中，虽然出现了一些对新法不利的信息，但同时这些奏疏
中的其他内容对新法也至关重要。为了保证对改历过程中主要事件前后叙述的连贯，一
些“存在问题”的奏疏也不得不给予保留。例如，前面提到的有崇祯皇帝对崇祯七年三月
日食评论的奏疏实际题为“李天经谨奏，为微臣遵旨任事”，直接涉及到李天经到任的主
要事件，所以无法将其整篇直接删除，使得其中夹杂的少量“负面报道”得以保存下来。
总之，传教士为了维护新法的权威和保持良好的形象以利于传教，在《西洋新法历
书》的出版过程中，通过删减原书的内容刻意隐瞒了新法在交食推算中有时不及传统历
法这一事实。类似隐瞒新法缺陷的动机在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都是传教士无法透露的秘
密，导致中国官员也无人知道新法在天象预报中的实际误差。对此，南怀仁在多年之后依
旧曾怀着满意的心情与宗教自信做了以下描述:
即便是欧洲最著名的天文学家的表格和计算常常都会出现与实际观测到的天象
之间的巨大差异。每当细细思量此事，我并不怀疑，正是由于上帝格外的恩惠，在中
国人把我们的天文学和计算同天体运动进行比较的这么多年中，竟然没有发现有丝
毫的差池! 我坚持认为，这是因为神的仁慈掩盖了任何可能的误差:通过观测者的粗
心、阴云或者上天对我们某种类似的骄纵，因为它要让一切朝有利于我们宗教的方向
扭转。［29］
甚至在康熙中后期传教士取得钦天监的控制权之后，每次交食后提交给皇帝的观测
报告中的数据都是直接抄自之前的预报结果，而并非像清朝的交食礼制中所规定的那样
是实际观测数据。这又进一步给人一种印象，似乎钦天监的每次预报的确都是与天密
合［30］，这也使得上述明末清初历法争论过程中传教士的秘密长时间被隐瞒下来。
综上所述，通过对崇祯七年三月日食事件的梳理还原以及对参与交食较量各家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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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进行分析比较，不但发现此次日食的记载曾经遭到传教士的人为删除，并且其删除的背
后隐藏了新法在此次日食推算中不及传统历法这一事实。实际上，这次日食信息的删除
并非个例，类似于交食记录被删改的现象还多次出现在《崇祯历书》的其它部分，因此西
洋新法“与天密合”并非完全由于其推算精密，其背后反映了传教士企图有意夸大对新法
有利、刻意隐瞒对其不利的证据，从而在竞争中最终获得朝廷认可，达到“知识传教”之目
的。
今天这些被挖掘出来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崇祯皇帝长时间犹豫
是否正式采用西洋历法，为什么所谓的保守派对中国传统历法又是如此的坚持，今天看
来，他们在当时通过实际测算已经了解西洋天文学并非尽善尽美，中国天文学也并非不堪
一击。只是这些经过删改的原始历史文献掩盖了这一现象，误导了后来史学家们对明末
中西历法争论的客观评析。崇祯改历在中国天文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
意义，其中新法和传统方法的较量一直被学界广泛关注和讨论，近些年随着相关新史料的
再挖掘，其中一些新的问题非常值得进一步追踪，本文作为一研究个案，希望为将来明清
之际中西历法之争的再深入研究带来新的追踪和思考。
致 谢 本文曾在 2011 年 7 月的第十三届国际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会议( 合
肥) 和 2013 年 7 月的第 24 届国际科学史大会( 英国，曼彻斯特) 进行过报告，参与该报告
讨论的相关学者对本文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本文是该课题的阶段性工作，作者将在
近期后续的系列论文中做进一步的追踪和深入研究，以此感谢当初为我们提供意见和帮
助提供资料的学界同行们，尤其是感谢韩国国立首尔大学“滕普顿东亚科学与宗教”项
目，本文中所用到的奎章阁本《治历缘起》是在参与该项目期间收集。另外感谢本文审稿
专家提出的诸多宝贵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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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ging of Some Important Ｒecords of Eclipses in Chongzhen Lishu
LI Liang，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CAS，Beijing 100190，China)
LU Lingfeng，SHI Yunli
(Dept． of History of Science，Univeri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Hefei 230026，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astronomical reform of the Chongzhen reign，there was an important
eclipse of large magnitude on March 29th in the year 1634，which provided a good opportunity to test
the precision of different systems of astronomy involved in competition at the time． From a more origi-
nal version of the Gujin jiaoshi kao，a part of the Chongzhen Lishu presently preserved in the Kyu-
janggak archives in Korea，we discovered that the prediction of this eclipse made by the Jesuit
astronomers was much more inaccurate than both the official Datong Li and the system proposed by
Wei Wenkui，one of the most stubborn adversaries of Western astronomy． However，discussion of
this eclipse was eventually purged from all later versions of the Chongzhen Lishu，apparently as a way
to conceal a bad failure of Western astronomy． Similar deletions can also be found in other part of the
later editions of the Chongzhen Lishu． These deletions shed new light on the issue of why the Ming
government was so reluctant to adopt the Chongzhen Lishu as the official system of astronomy． Mean-
while，they also show how Jesuit missionaries tried to defend the credibility of Western astronomy
through the purging of the Chongzhen Lishu．
Key words Chongzhen Lishu，Xiyangxinfa Lishu，solar eclipse，Datong li，Wei Wenkui
513
